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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寻找满族 

——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 

 

定宜庄  胡鸿保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当时许多民族学家

和民族工作者对这项调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项工作对于后来中国的民族格局、民族政策与民

族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中满族的情况又非常特殊。这篇文章即从满族认同

的问题入手，来重新思考这次大调查及其对此后半个世纪满族和满族研究的影响。 

 

一、楔子：问题的提出 
 

如今的满族，并不能与清代的旗人完全等同。1636 年清太宗皇太极定族号为“满洲”，从此

八旗制度中由建州、海西、东海诸部女真人构成的核心部分，就以“八旗满洲”之名行之于世。

有清一代，他们与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一起共处于八旗制度之内，被统称为“旗人”，并以这一身

份与汉地广大“民人”相区别，享有法律、政治与经济各方面的特权。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共同

体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或被称为满洲，或被称为旗族，莫衷一是。直到 1949 年以后，作为

中国境内诸多少数民族之一，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正式予以确立的族称：“满

族”。 

可见，女真、满洲、旗人、旗族、满族这些族称，都是各有其特定意义的。如今学界则多以

“旗人”来指称清朝的这个族群，这里所谓的“旗人”包括了八旗制度囊括的所有人在内而非仅

指满洲旗人。但八旗中的蒙古旗人，在 1949 年之后，除了已经搞不清自己所在旗分的那些人之外，

大多数都报了蒙古族。汉军旗人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这些都是需要以后另文予以讨论的大问题，

这里暂且忽略不计。 

尽管以“旗人”一词指代清朝这个特定的族群并无太大疑义，但如果再进一步，以今天通用

的“满族”一词来代替“旗人”，问题就不再简单。虽然如今“满族”与“旗人”二词作为同义词

被互用几乎成为通例，但我们还是要问：这个所谓的“满族”所指，究竟是清朝的满洲抑或旗人

呢，还是今天的满族？这也可以换句话说，即清朝的旗人与满洲和今天的满族，说到底究竟是不

是同一个族群？ 

对于这样一个看似不言而喻的事实提出质疑，源自笔者在查阅 20 世纪 50 年代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档案时发现的问题，那就是，首先，这些调查和调查之后写成的报告，都是以“辽宁少

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名义完成的，而且，这次历时多年、运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的调查，

重点也在东北，尤其是辽宁。第二，即使在辽宁，重点也不是沈阳市，而是农村。 

由于这是一场由官方组织的、由当时诸学科学者参与的大规模活动，对于日后无论是民族工

作的决策还是学术研究的方向，影响都非常深远，因此这次调查确立的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的方

向，其后果此后便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人数上说，今天中国的满族，有几乎三分之二居住于

东北，1980 年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建立的满族自治县，更是大多数都位于辽宁省。1这一现实也影响

到学术研究。近几十年来，凡研究满族史，目光都集中在东北，最典型者如此次国家纂修《清史》

                                                        
1 1985 到 1990 的 5 年间，全国共建立 13 个满族自治县。其中一个在吉林省，4 个在河北省，其余 8 个均在辽宁

省。后来辽宁省因县改市而撤消了两个自治县，如今仍有 6 个，在全国满族自治县中仍居半数以上。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5 

的“典制篇”，竟将所谓的“清代满族”放在“东北民族卷”内，并且一再强调要将“满族志”的

重点放在东北，尤其是有关民俗的部分，在拟写的提纲中完全以东北的风俗作为满族风俗。 

我们这里要花费篇幅强调的是，尽管作为现实的民族政策，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但对于学术

研究，尤其是对于清朝历史的研究，这一做法却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导致了研究方向的颇

多混乱和误解，有必要提出来并请学界同道予以充分注意。 

本文便从这个问题入手，那就是：在这场大调查中，被调查的对象——满族——到底是如何

圈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又应该怎样理解？ 

 

二、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简述 

 

为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有必要先将清代八旗人口的分布情况略述如下： 

首先是京师。1644 年清军入关，被编入旗的八旗官兵连同他们的眷口与奴仆悉数进京。本着

“居重驭轻”的原则，厚集兵力于京师，京旗因此而在八旗中占据总兵数之半，是八旗中最精锐

的部分。清廷将城内原住人口悉数驱赶到外城（南城），在内城亦即京师最繁华、最中心之处将八

旗分左右翼、按旗分段居住，直到 1949 年以前，这一旗民分驻的格局都没有根本的改变。 

京旗不仅人数在八旗中占据绝对优势，政治经济地位也始终高于各省驻防尤其是东北的驻防

旗人。清朝规定，凡八旗马甲（亦即八旗甲兵的主体）的月银，京旗为三两，外省驻防为二两，

其余均以此类推；京旗出现生计问题时，清廷曾将外省驻防部分旗人出旗，而由京师调拨旗人充

补。这都是京旗地位高于外省驻防的明显事例。 

其二是驻防。清代八旗驻防分将军级、副都统级、城守尉级和防守尉级四等。最高的将军级

驻防单位，兵数都在千名至数千以上。最多的如西安，多时曾达六七千名。乾隆朝八旗驻防定制

时，全国将军级驻防单位共有 13 个，即西安、江宁（今南京）、杭州、福州、广州、荆州、绥远

城（今呼和浩特）、宁夏（驻地在今银川市）、成都、伊犁、盛京（今沈阳）、吉林和黑龙江（驻地

在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次一级驻防单位，即由副都统单独统辖的，有热河、密云、山海关、青

州、归化城、京口、乍浦、凉州、乌鲁木齐。另有东北三省的熊岳、锦州、宁古塔等共 18 个。至

于由城守尉、防守尉统辖的八旗驻防点，多位于京畿，每个点的兵额仅为 50 左右，不另赘述。 

八旗驻防的特点是集中，这是与以汉兵为主构成的绿营恰恰相反的特点。八旗驻防中，以将

军级驻防额兵占据最大多数，而这些驻防点，从以上列举的地点可知，都在省会等仅次于北京的

大城市。即使副都统一级的驻防单位，也都在比较重要的城镇中。 

清代奉行旗民分治原则，凡驻防于各大城市的八旗官兵，都另设“满城”而不与当地民人混

住。大体来看，清代满城有两种，一种是于原来的城市中划分一片地段给八旗官兵居住，与京旗

一样，他们占据的都是城内最繁华、交通最便利的中心地带。这样的满城，大多建立在较早建立

驻防的地点，如西安、南京、福州、广州、杭州等。另一种，在原有旧城之外选择空地，另建一

城。使旗兵与当地百姓互不相扰。这样的满城都建立较晚，典型的如四川成都、山东青州、内蒙

古的绥远城等。 

清代关外属东北三将军1统辖，是驻防八旗的一部分。东北旗人主要由这样几部分构成：一是

康熙朝以后派遣一批京旗回到故乡驻防和守墓；二是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大量收编入旗的“新

满洲”；三是将山东等地大量出关垦荒的汉族民人编入内务府三旗或八旗汉军。2在这三部分人中，

第一种仅占少数，而且多集中于奉天（即今沈阳）等八旗驻防点，以披甲当兵为职业，很少有务

农为生者。 

                                                        
1 东北三将军指的是盛京将军、吉林将军与黑龙江将军，三将军的辖区与今天东北三省并不完全相同。 
2 参见定宜庄、郭松义等，2003，《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按，此书专门讨论

了学界多年来未曾注意过的汉族移民在辽东被编入旗并在辽宁省旗人人口中占据相当大比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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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虽然最初也遵循在关外时的模式，于京畿五百里内圈占土地，以“计口授田”的

方式分配给八旗官兵，以期他们能够保持昔日“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

传统，但戎马倥偬的旗兵既不可能着力于土地的耕种，本来也不擅长于此。清廷于是改而确立兵

饷之制，规定凡成丁男子挑取披甲者，每名每月由国家发放一定数量的饷银与饷米，从此断绝旗

人务农经商做工等一切谋生手段，完全依靠清廷的豢养为生。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

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1的独特的一群人，这是旗人离开土地成为城市人口的前

提。 

从以上叙述可以归纳出清代旗人的两个特点，第一，他们中最主要的部分居住于北京而不是

东北；第二，他们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大中城市，集中居住，职业当兵并靠国家供给的兵饷维生，

早已与土地分离。说清朝时旗人的主体部分已经属于城市居民，应该大致不差。 

下面再看看辛亥革命以后的旗人状况。 

首先是京旗。清代京师八旗兵数秘不示人，直到清亡后，《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志二”记北

京八旗职官 6688，兵丁 120309 人。按每个兵丁的眷属为 5 口推算，北京八旗总人口应该大约有

63 万余人。 

再据吴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卷一“户口”记，宣统二年（1910 年）民政部调查

京师户口时，京城二十四旗共有正户 118783 户，其中八旗蒙古共 22129 户，八旗汉军为 25908 户，

其余为八旗满洲共 70746 户。另外还有内务府三旗共 4571 户，京营四郊 19 处旗人 56536 户。如

果也按每丁眷属为 5 人推算，应该有旗人人口 90 万人左右，其中包括蒙古、汉军旗人。如果将这

两类人除去不算，也约有 67 万余人。 

辛亥革命主要由南方兴起，北京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京师也从未发生过旗人大规模迁

回关外东北之事。即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逼出宫，此后又在关外长春建立伪满洲政权之时，跟

随他们迁居东北的，也仅限于爱新觉罗家族中极少数的上层人物。绝大部分京旗后裔迄未离开北

京，而且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人”。 

第二，各省驻防。驻防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后的遭遇各各不同，西安、福州、南京等处是满汉

矛盾特别尖锐之处，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许多旗人远走他乡。即使未发生流血冲突之处，也成

批地隐姓埋名，改变民族成分。此后各驻防地旗人的情况可分两种： 

一种原来居住于城内，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户籍制度2，理所当然变成城市居民，很多改变民

族成分，融入社会之中，如今被满族作为优秀代表的往往是这些人。但作为一个群体，往往居住

于城市贫困地带，被一再边缘化，如广州、福州、荆州等。 

另一种驻防城原是在城市旁边另立的新城，解放后划为郊区（农业区），成立人民公社，所以

出现“农民化”过程，典型者如青州、甘肃登州（清朝的庄浪驻防）。 

总之，即使后来成为农业人口，也都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户籍制度之后，在此之前，无

论京师还是外省驻防旗人，主要部分是生活在城市的居民。 

 

三、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存了可贵的一手

资料，在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从 1950 年到 1954 年，为摸清民族情况、开展

识别工作，大批民族学家和很多青年学生已经分别奔赴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福建、四川

等地进行了一些专题调查。1956 年，鉴于全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即将完成，各民族的面貌正在发

                                                        
1 《皇朝经世文编》卷 35，“拟时务疏”，1902 年上海九敬斋书店石印本，10 页。 
2 有关新中国户籍制度，参见陆益龙，《1949 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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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提出，要动员力量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

族社会历史调查，以期在 4－7 年内弄清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历史沿革以及特

殊的风俗习惯等，作为民族地区工作的依据。1当时全国人大民委制定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

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规定的方针为：“首先调查各民族的社会生产

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情况，然后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民族历史

作系统的研究”。2 

调查工作具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从 1956 年 8 月起到 1958 年 6 月，工

作以社会形态为核心；第二阶段从 1958 年 8 月到 1964 年 5 月，工作以编写“简史简志”为核心。

整理编写丛书的工作推延到“文革”后还继续进行。第一阶段的调查，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

之前，总体说来与事先的设计最为接近。第二阶段始于 1958 年 8 月的贯彻落实“跃进规划”，即

提出“在今后一年之内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初步调查和编写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各民族简史、

简志等三种民族问题丛书的跃进规划”，把原计划提前，编辑出版“三种民族问题丛书”向国庆十

周年献礼。受此影响，重点就不再放在深入全面的调查上了，而代之以收集编写简史简志所需材

料和丛书编写。费孝通“文革”之后总结经验时批评道，“此风一开，我认为偏离正道了。”3满族

的大调查是从第二阶段才进行的，也可见受政治因素的干扰，调查的学术性已经大打折扣了。 

那么，调查的重点为什么没有放在旗人后裔最为集中的北京，而是放在东北呢？对于这段历

史的反思，我们认为应该从文献与口述两方面入手进行，相互印证，而不仅仅依赖公开出版物的

表述。现在先将我们对部分调查当事人所作访谈的相关内容照录如下。 

 

案例 1，访王钟翰教授（访谈时间：2005 年 8月 24日） 

问：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我有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把重点放在沈阳？而且放在农村？

满族主要是在北京啊。 

王：最早满族是在东北了，北京城里原来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算满族的，可是后来好像

他们就不报了，蒙古当然就报蒙古啦，满族有些人不愿报满族…… 

问：我问的是那时候为什么把重点都放在农村？满族后来主要是在城市里啊，比如沈阳那么

多满族，为什么跑到下面农村去调查，这当时是谁决定的呢？ 

王：那是民委。 

问：民委什么人管这事啊？ 

王：上面是李维汉，他是统战部部长啊。 

问：他们不是搞这方面的专家，那是谁给他们出的这主意呢？ 

王：他们也有一定根据啊，清朝一代满族在北京是很多，但是原来满族应该是东北啊，尤其

是辽宁，赫图阿拉，当然后来是长春，溥仪后来做皇帝，在长春么。但是北京多，你今天说可以，

在过去，北京多不算，怎么叫不算呢？他不报啦，比如像民国初年他敢报吗？欺负你啊。他不敢

报满族。辛亥革命以后本来的满族都不敢报了，都改姓了。解放以后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北京满

族只有十万人，他不报嘛，你怎么着？不是说了吗，满族统治你三百年，汉族也要统治你满族三

百年，那……，谁还敢报满族？除了载涛、溥仪，这些头面人物，他不报成吗？所以我的结论是，

到现在我认为，（现在的满族中）有好多是汉族，报满族，哪边有好处就报哪边。 

问：您在沈阳那几年做民族调查的时候，您有过我现在这样的想法么？ 

                                                        
1 有关内容可参见以下著作中的论述：王建民等，1998，《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郝时

远主编，1999，《田野调查实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胡鸿保主编，2006，《中国人类学史》，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转引自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2004，《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10-111 页，

140-141 页。 
3  费孝通，1988，《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44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8 

王：有有，也有过。也作为问题提出过。 

问：然后呢？ 

王：然后只好这样了。 

王钟翰教授的这段话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提示就是，北京的满族都不报满族了。 

 

案例 2，访杨学琛研究员（电话访谈时间：2005 年 10 月 25 日 、27 日） 

杨：我们去做调查以前，民院集中了许多解放以前就做调查有经验的人，如宋蜀华、傅某某，

那时候费孝通还没有当右派，是领导，他们讨论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把他们的作为样板，调查什

么东西，给一个框架，具体与他们有什么不同，我们就是在旁边听一听。……1956年的时候全国

各地成立 16 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南方占绝大多数，搞试点，主要研究原始形态的民

族。1958 年大规模的时候才有辽宁省，是 1958 年的 8 月 12 日成立的。我是 58 年参加的，领导

是傅乐焕。整个辽宁组参加的人，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十人，学生占多数。民院的人占一小部

分。 

然后我们很快就到东北了，去的时候满族的资料可以说没有，一张卡片也没有，唯一是王钟

翰写的《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傅乐焕说就是白手起家，傅乐焕也没参加过调查。就是大家一

起干，住下来学生一大堆，一开始先在沈阳市东陵努尔哈赤（陵墓）、北陵皇太极（陵墓），民委

知道哪个地方满族多，就选陵园的满堂乡试点，因为聚集满族最多。后来总结经验，又在辽宁省

选了三个点：新宾、凤城、兴城（守边的白石嘴边门），大家回来总结经验，我参加的是兴城组，

满族很少，另两处的资料就多得多，但现代的多，历史的少。集体讨论后告一段落，这是第一阶

段。 

问：为什么选满堂乡？ 

杨：是民委建议的，说那里绝大部分是满族人，作为试点比较合适，可以试一试怎么个调查

法。我们在那里住了不到一个月。调查提纲主要是正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么，也没有排除少数

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习惯，信仰，当时去满堂乡专门打听这些方面，满族保留自己的东西已经非

常少，很多人辛亥革命以后都变成汉族，再问才知道是满族。可是满堂乡的人大部分未改汉族，

白石嘴边门那儿本身人就很少，收获就不大了，调查报告我也参加了，中兴城的就是节选的，因

为没有多少东西就是没有多少东西。 

问：为什么不调查沈阳市的满族呢？ 

杨：以后也有调查，我就调查过。满堂乡在东陵、北陵之间，就在市里边。当时调查的问题

主要是： 

（1）满族的形成，历史的来源，怎么兴起的，肃慎、挹娄。 

（2）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制。 

（3）满族以多少人进关？为什么能统治全国，这些给他们当农奴的汉人都哪儿去了？汉人变

成满人了？亲王大臣庄园的汉人哪儿去了？是否像俄国农奴制生产方式一样？ 

归纳起来的是：满族入关以后的阶级结构、生产方式是怎样变化的，究竟变成什么了？ 

问：讨论八旗制度了么？ 

杨：……好像少一些。 

从杨学琛教授提供的当时调查的重点问题可以看出来。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满族史研究一

直集中在对这几个问题的讨论上，而且迄今仍未能摆脱这一巢臼。研究阶级结构、生产方式、研

究满族的生产方式“是否像俄国农奴制生产方式一样”的问题，很容易将人的注意力引向农村。

可以推测，在 1950 年代，我们的学者还没有研究前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的意识。由此可知，满族史

中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几十年都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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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访赵展教授（访谈时间：2005 年 9 月 9 日） 

赵：博大公（博大公为新疆满族，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干训部主任，已故）为满族应该是一个

单一民族的事找过某某（当时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某某是怎么说的？我是听博大公说：

“啊，新疆的满族是满族，北京的满族不是满族”！ 

问：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赵：那他就这么说了你有什么办法？……北京的满族不是满族，那意思就是都汉化了，没有

特点了，又不会语言，什么都不会，和汉人一样，所以不成为单一民族了。 

…… 

问：咱们聊聊那个时候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好吗。 

赵：比较早的好像是 56年，大概是人大，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他们先提出来的，提出来组

织一个班子，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去，搞了一个文工团，以后又搞起了调查，写调查报告资料，一

直到 58年的时候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调查。那时候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我的体会吧，就

是土改以后，合作化刚办好，互助组么就没有初级社好，高级社比初级社好，人民公社比高级社

更好，大概是要写这个东西，绝对不许写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那时候我记得李维汉还有一个报

告…… 

问：绝对不许？ 

赵：搞风俗习惯叫做“猎奇”。这不就有个紧箍咒么。当时傅乐焕是副组长，还有北大的几个

学生，结果我们是八月十三号到沈阳，就在北陵那个大院里头，给我们安排的小平房，在那儿就

住下了。就开展活动。开展活动呢，我自己心里头挺高兴，因为给我这么个机会么。 

问：您下去做调查了么？ 

赵：做调查很少，我下去就按我的办法，我不受他们的限制，风俗习惯都不整，我不这样。 

问：您都下到什么地方去了？ 

赵：金县、复县。我确实还收集了很多材料。 

 

赵展教授谈到了当时未将北京满族作为重点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援引当时中央民族事

务委员会主任所说，认为“北京满族没有特点了”。 

另一位调查当事人李登第先生还提出了其他几个缘由：（1）当时大家都觉得城市不太好调查，

所以先下农村进行试点调查，把农村的现实情况搞上来，然后把历史资料集中到城市，然后两方

面对照。既有现状，也有历史。（2）还有就是自治区的问题。当时全国成立自治区是一股风，满

族提出来要在辽宁建立一个满族自治区。有这种反映，政府有关部门就得加强这方面的工作。（3）

选点那时候不是调查者自己来定，而是政府部门（地市县）决定，这样就不免带有一定的功利性1。 

另外，我们觉得马戎教授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就是求“异”的问题。因为解放初的民族学家

和民族工作者只看到满族（尤其是城市满族）与汉族的“同”，于是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到农村和偏

远地区去寻找“异”，只有“异”才反映出“民族特点”。2 

当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人，如今可以找到的已经寥寥无几了。傅乐焕、李培浩等

人都早已去世，王钟翰先生也在前年仙逝。而且对于同一问题，几位受访者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不过，口述中仍然谈到一些我们如今不太容易考虑到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很多旗人后裔隐瞒自己

                                                        
1 李登第先生说：“当时为什么选满堂呢？因为满堂是在高坎合作社的领导下的，为什么选高坎呢？高坎是全国有

名的一个合作社。高坎有一个赵刚是满族，是党委书记，他是全国劳模，所以它这县上的选点，和地、市的选

点，都有一种倾向性。”《李登第先生口述》，定宜庄、张莉访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宿舍，2007 年 1 月 21 日、

22 日。 【笔者按：此田野点地处辽宁省沈阳市郊，参见辽宁省编委会，1985，《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第 14 页。】 
2 本文的主要观点曾在“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七十年学术研讨会”（北京）大会发言中提出。感谢研讨会评议人马

戎教授在点评中提醒笔者从此角度关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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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成份，北京尤甚。第二是当时民族工作者急于搞“民族融合”，满族被认为被融合得差不多

了，特征不那么明显，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时满族没有自己的代表。1第三，

几个人的回忆都提到当时准备工作的不充分和随意性、功利性，以及当时有关满族研究的基础还

是一片空白的状况。王钟翰先生在《学述》中回顾当年就明确地说，直到建国时为止，史学界对

于满族史的研究，除孟森《八旗制度考实》等有分量的几篇论文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2而与满

族身份界定的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如王钟翰先生的《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

和《满族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等都是“文革”之后才正式发表的。3 

关于旗人后裔隐瞒民族成份的问题，从 1950 年代国家统计的满族人口分布中有明显表现。

《满族简志》（初稿）有过如下的陈述： 

据 1957 年统计，全国共有满族 240 余万人，分布在辽宁省约有 110 万余人；黑龙江省约有

63 万余人；吉林省约有 37 万余人；东北三省的满族共为 210 余万人，约占全国满族总数的 81％

左右。此外河北省有满族 20 万人左右；北京市有满族 8 万人左右；其余约 15 万满族则星散在东

自海滨、西至新疆、西藏，南自广东，北至内蒙等全国各省、自治区的 90多个大、中城市和农村。…… 

满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村人口约 195万余人，占满族总人口的 80％以上，他们主要分布

在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等省的广大农村。……城市满族约 48万余人，约占满族人口的 20％

左右。分布在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天津、呼和浩特、……等大、中城市。城市满族主要

从事工业、手工业、文教卫生、科学艺术、小商小贩、三轮车工和零工等职业。4 

显然，由于种种原因原来是“满族”或“满洲旗人”的民众在解放初期没有申报满族的事实，

对当时满族人口的地理分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当初调查满族的重点放在东北而不是北京，放

在农村而不在城市的几个原因中，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北京的旗人后裔为什么消失这么快？这是我们在做这些访谈之前未曾考

虑过的一个空白，奇怪的是迄今也未见学界对此有多少注意。上面谈到，1911 年前后北京的旗人

后裔总数约在 60 万以上。1924 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京，八旗俸饷停发，广大旗人生活陷入绝

境。由于在升学求职等各方面受到歧视，旗人纷纷改名换姓，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从 1924 年到

1949 年，短短二十余年，旗人就如水银泻地，几乎一下子消失无遗。据 1957 年北京市的人口统

计，当时北京市的满族人口仅为 80411 人。5在这八万人中，应该还包括了 1949 年以后移入京城

的其它地方的满族人。从下面所列国家人口普查统计表中可见，北京满族人口在 1953 年仅占全国

满族人口的 3.37%，改革开放以后满族总人口急剧增长，北京满族人口虽然从人数上也在增长，

但在总人口比例中反而有所下降，到 2000 年仅为全国满族人口的 2.34%。 

与此相反，东北满族人口却占据了满族总人口的绝大多数，1953 年是 85.97%，以后虽然在

全国满族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略有减少，但到 2000 年，也仍占到 69.42%，其中辽宁省满族人口

尤占优势，1953 年在全国满族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45.79%，2000 年已经达到 50.41%。 

 

表 1、历次人口普查满族人口数（人 / %） 

 1953 年  1964 年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北京 80908 3.37 113290 4.20 116710 2.71 165043 1.68 250286 2.34 

                                                        
1 《黄铸先生口述》，胡岩、定宜庄访谈，2005－11－19。 
2 王钟翰，1999，《王钟翰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 140 页。 
3 见王钟翰：《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1（5）；王钟翰：《满族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

问题》，《民族研究》，1990（3～4）。文中王先生对当代满、汉民族成分如何划分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即按清亡

以前是否出旗为民。而这样一种取舍标准完全是建立在对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 
4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满族简志》（初稿），内部铅印本，1963 年 12 月，1

－2 页。  
5 据《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几年来民族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7 年 3 月 26 日。又据 1959 年 9 月的统计，北京

市满族人口为 89,181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45%；转引自辽宁省编委会，《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沈阳：辽宁人

民出版社，1985 年，第 81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1 

河北 58699 2.44 281845 10.45 383898 8.92 1735203 17.62 2118711 19.83 

内蒙古 18354 0.76 50960 1.89 237149 5.51 460517 4.68 499911 4.68 

辽宁 1098747 45.79 1232975 45.73 1990931 46.24 4954217 50.31 5385287 50.41 

吉林 333448 13.90 338043 12.54 519094 12.06 1054535 10.71 993112 9.30 

黑龙江 630317 26.27 617232 22.90 913496 21.22 1191577 12.10 1037080 9.71 

东三省小计 2062512 85.97 2188250 81.18 3423521 79.52 7200329 73.12 7415479 69.42 

满族总人口 2399228 100.0 2695675 100.0 4304981 100.0 9846776 100.0 10682262 10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85》，北京，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

（第一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

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年。本表列出的仅仅是人口较多的几省，其余

数省满族人口合计不超过全国满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故省略。 

 

上面这个人口普查表（表 1）虽然没有具体列出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具体数字，从中也可

约略看出端倪。从表中可见，在这 50 年间满族人口增加最快的是河北，从 1953 年的不到 6 万人，

到 2000 年的 200 多万人，增加了数十倍，在满族人口总数中，也从建国初期的 2.44%，增加到在

全国满族中占到将近 20%。而河北省的满族人口，基本上集中在河北北部丰宁、青龙等满族自治

县，都属于相对偏远贫困的山区，当然也都以农村人口为主。 

再看今天满族在城乡的人口之比（表 2）。首先，如今全国几乎所有的满族自治地方，都位于

农村。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46 个满族乡，也几乎都分布在远郊区县。根据 1990 年中国人

口普查资料，全国满族人口分布在农村、镇、城市三者的百分比分别为 71.90；10.06；18.04。而

北京满族的分布相应的百分比则为 26.92；3.86；69.40。 

 

表 2、满族人口城乡分布 

 农村（％） 镇（％） 城市（％） 

全国满族 71.90 10.06 18.04 

北京满族 26.92 3.86 69.40 

资料来源：1990 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转引自刘庆相等，“中国满族人口调查”， 

载张天路、黄荣清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172-173 页。 

 

由此可知，1950 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选择到东北农村考察满族，自有其特定的时代合

理性，是可以也应该理解的。 

 

四、满族研究现状引发的思考与讨论 

 

但是，如果说 50 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出现选点方面的偏差，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原

因的话，那么指认“清代满洲民族主流文化”的历史“田野”也在东北农村就显得缺乏历史意识，

有点可笑了。追本溯源，症结可能就在于对从旗人到满族这个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缺乏足够的注

意与研究，对于清代八旗人口已经属于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民族的这一特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而以“现状”去误读“历史”。从这个角度来梳理如今的满族史研究就会发现，这个领域的确存在

诸多研究的空白和误区，而且很多是总体性、方向性的。 

1950 年代至今，又过了半个世纪，当时参与调查的一代人和他们的记忆已经逐渐远去，现在

来总结这场调查的经验教训并调整纠正调查产生的误区，也成为迫不及待的工作。我们发现在今

后的研究工作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1．“此满族非彼满族”。从文献记载和当代统计数据看，满族人口的变化非常明显。这些大起

大落绝非族际通婚、人口自然变动所能解释的，而是族群认同、社会歧视、民族政策、“还本归原”

等诸多因素的结果。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民族政策导致的东北满族人口急剧增加，而北京迄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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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清末数字，更何况北京如今的满族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是近几十年因入学、就业、婚姻

等各种方式从东北入京的新移民。1凡此种种导致如今的满族，与清朝灭亡时的“旗族”已经发生

了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将其称为“满族的重建”。对于这种重建的现实，我们当然无法改变，但至

少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尤其是在田野调查、民俗调查时，应该有所洞察并保持警惕。 

2．应该将清代旗人直至如今的满族，包括北京与外省驻防，从作为都市民族的角度进行研究，

而这在目前还完全是一个空白。 

3．本族文化中心主义与民族学研究。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异民族，它要求从业者具备人

类文化多元的理念和田野作业中移情换位的意识。可是“本族中心主义”仍下意识地在民族学家

们的实践中不时表现出来。较长一段时期中清史研究“缘木求鱼”、以东北农村的满族作为重要对

象，即是其中一例。除了“动态分析”观念淡薄之外，它也反映出以传统汉文化为主的一种思维

定式。 

总之，近百年北京旗人后裔中大部分已经不再认可今天“满族”的民族身份，当然已经不再

属于满族的成员。而今天满族人口的大多数来自东北与河北。这种情况给予我们的理论和方法启

示可能在于：（1）纠缠于后裔与其先祖民族成分的同一性在当代的现实社会研究中势必造成尴尬，

因为，正如费孝通积数十年实地调查经验和理论思考后所言，“民族并不是长期稳定的人们共同

体，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经常有变动的民族实体”。2一个民族在她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出有

入”是非常自然的正常现象。民族认同毕竟有别于建构族谱，我们研究民族认同更多地应该考虑

“血缘意识”而非“血缘”因素。同理，（2）当代族群的民俗文化应该也是经历了“传统的发明”
3 等一系列社会变迁的结果，简单地由此追溯“生物血缘系谱”是无法梳理出其文化传承源流的。 

鸣谢：关于 50 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尤其是涉及满族的），不少前辈学者接受了我

们的采访，还有一些友人为这些访谈的成功进行尽心尽力，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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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0 年代，随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的特殊优惠政策，满族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突然呈数倍、十数倍地增长。不过，

北京满族人口始终增长有限。这里我们列出两个近期人口数据以作历史比较。根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全国满族人口共 1068 万人，其中北京满族 25 万人。另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 2005 年北京市 1%人口调查，在

京居住的满族为 32.5 万人（http://news.qq.com/a/20060325/000251.htm）。而上文已经指出，在清末（20世纪初），

京城“满族”约有 67 万余人。至于京城“满族”在全国“满族”中的比例，历史差别之大则更是今昔不可同日

而语。 
2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尽管费先生说此言直接针

对的是“未识别的民族”，但是其理论意义决不仅限于此。至少也是对斯大林的民族经典定义的一种修正或者补

充。斯大林的考虑更侧重于民族作为“稳定的共同体”的方面。费先生是推崇并践行“从实求知”的，不迷信

权威。他在总结中国的民族识别的理论意义的论文里明确表达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态度，认为

“在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中既不能搬用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民族特征来作为识别的标准，又不应该不把这些特

征作为研究的指导入门”（费孝通，1988，《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第 172 页）。 
3 此论详见[英]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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